
钱三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 

 
钱三强（1913.10.16—1992.6.28），原名钱秉穹，出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市），核物

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36 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1937 年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

士学位；1940 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 年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

194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8年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1950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1 年接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

长；1954 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56 年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8 年 2 月 11 日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二

机部”）；1978 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1978 年至 1982 年兼任浙江大学

校长；1999 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三强用自己奉献的一生标注出中国核武器的转折点，他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他

是“从牛到爱”的践行者、裂变之光的发现者、核能事业的开创者、赤诚纯粹的爱国者。在科

学研究上的创新力，战略判断上的预见力，“两弹”研制上的领导力，道德品行上的感召力，

社会发展上的影响力，充分说明钱三强是战略科学家的杰出典范，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卓越

代表，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榜样。 

 

  家学渊源筑就人生底色 

 

  钱三强出身于浙江湖州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早

年赴日留学，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三强本名秉穹，

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

学，这所学校非常开明，是一所与私塾完全不同的新式学校，学校除了抓德、智、体“三育”



外，还重视美育、劳动、音乐。刚进入初中钱三强就成了班上篮球队的队员，他在篮球队中

年龄排行第三且成绩出色，队员便送给他一个绰号“三强”。父亲钱玄同无意中得知，觉得“三

强”两字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寓意“品德强、身体强、学识强”。1926 年后，“三强”两字便替代

了“秉穹”。 

 

  1930 年，17 岁的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 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留

美归来的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和萨本栋等著名教授。钱玄同于 1933 年手书“从牛到爱”，

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像牛一般勤勉，向着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方向前进。“从

牛到爱”这四字箴言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时时刻刻鞭策着他。“从牛到爱”成为他终生行事的

准则，也预示着他的人生发展轨迹：“铆足牛劲”刻苦钻研，“勇执牛耳”舍我其谁，甘当为民

服务的“孺子牛”、为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朴实无华的“老黄牛”。 

 

  1936 年，钱三强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1937 年卢沟桥事变

爆发，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因忧愤国事而病情加重。家国罹难，钱三强准备放弃已经考

取的赴法学习镭学的名额。父亲却教导他：一个男子汉近忧是应该的，但必须有远虑，中国

现在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你就要去法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他鼓励钱三强抓住机遇，在当

时物理学研究最尖端的镭学领域取得成绩，方能报效祖国。 

 

  青年才俊发现裂变之光 

 

  钱三强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也开启了自己探索裂变之光的旅程。在法国巴黎大学镭

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

钱三强很快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获得了博士学位。1946 年春，钱三强

与夫人何泽慧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因此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

理学奖。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二战后核物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西方媒体用《中国的居里夫妇发

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这样的标题予以报道。除了自己的论文研究工作以外，钱三强在实验

室里总是主动承担各种额外工作，他的勤奋好学、善于钻研、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受到老师

和同事的充分肯定。 

 

  钱三强成为获得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导师。由于在学习和科研工作中表现出突出的科研能力和杰出的组织能力，约里

奥·居里夫妇在对钱三强的评语中写道：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钱先生还

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各

种品德。 

 

  那时，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从事科学研究，但强烈的科学救国信念促

使他们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决定回国，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1948 年，钱

三强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提出要求回国的心愿。钱三强后来解释了回国的动因：虽

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

去改变她的面貌。1948 年 5 月，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开始

了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奋斗的历程。 

 

  “两弹元勋”奠基核能事业 

 



  钱三强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奠基性贡献，他的组织

工作对中国科学院而言犹如“制礼作乐”。他主张以苏联、法国科学院为雏形，设立中国自己

的“国家科学院”。他参与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勾画了科学院的基本框架，为科学

院的筹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竺可桢评价钱三强：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 

 

  从新中国成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工作。他在中国科学院担

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于仪器设备奇缺，研究所

成员只好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跑旧货摊、废品站找零件，自己制造仪器。钱三强于 1954 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转正报告中写道：我要求党给我努力的机会，允许我转正，我保证

今后向达到党员的标准努力奋斗。1955 年，党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钱三强负责制定

原子能发展规划。1956 年，主导核武器研究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

部即“二机部”），钱三强被任命为主管科研业务的副部长。1958 年，钱三强领导建成中国第

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的仪器设备，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核

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他还协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建立起技术物理系、原

子核物理系等，为中国核科学和核工业培养人才。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两国

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钱三强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核弹研究技术上的

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钱三强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洞察力很早就认识到原子能科学研究在国家发

展中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创建和发展中国原子能的科学事业中。他的科学预见性在氢弹研

制过程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早在 1960 年 6 月，他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

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

早不宜迟。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他就组织了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对热核反应机理进行了探索

性研究，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

研制成功了氢弹。“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认为：钱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

和准备。 

 

  “为核聚才”只为国家利益 

 

  钱三强为核聚才，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聚才之能、选才之法、用才之魄。他领导的

原子能所有“满门忠烈”之誉。作为原子弹工程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从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

将最优秀的人才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举荐王淦昌、彭桓武担任原子能所副所长。为了找到

能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他专门拜访钱学森，请应用力学家郭永怀参加研究工作。

在核武器研制攻关时期举荐朱光亚来担任李觉将军的助手。他又亲自找邓稼先谈话并任命其

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在后来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数百名科技精英在近代

物理研究所聚集，包括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杨澄中、戴传曾等；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朱

洪元、王承书等；放射理论化学家杨承宗、肖伦等；计算机和真空器件专家夏培肃、范新弼

等。据统计，从 1959 年起的 6 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技人员 914 人，在被表彰的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 15 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其中 7 人由他直接推荐到核武

器研制一线。 

 

  钱三强推荐人才遵循的原则是把国家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以事业发展需要为重，注重在

实践中考察人，着重考察人才的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把最优秀、最合适的人才推荐到最恰

当的岗位上去，勇于让年轻人脱颖而出。钱三强反复强调：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



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1993 年，二机部原部长宋任穷对钱三强给

予中肯评价：钱三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知识，

培养、推荐科技人才，建立综合性科技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

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真诚纯粹尽显大家风范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逝世一周年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创造才能对道德品质的依

赖关系：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

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个

评价同样适合钱三强。周光召曾经这样评价钱三强：“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

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

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为中国原子能

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钱三强的事迹和品格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最佳注解。 

 

  像很多科学大家一样，他们往往做人简单，做事认真，把时间和精力聚焦在他们心目中

最有价值的科学事业上。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而更愿意以“卵石”“沙粒”自居：

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

途上，而感到高兴、欣慰！同事们回忆起钱三强的感受是：看不出他是大科学家，他比普通

人还普通。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在战乱中献身科学事业，在祖国最需要的

时候毅然归国。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他深深的足迹印刻着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和对祖国

的无限热爱。他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祖国，实现了自己“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

烧”的报国宏愿。 

 

（原载于《学习时报》 2022-06-30 A7 版） 


